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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二次革命”前後日本右翼及其活動*

霍耀林

［提　 要］ 　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“關心”始於中日“同盟”，而其執着“關心”中國的背後，則是按捺不

住的侵略野心。 “二次革命”前後是日本所謂“滿洲問題”向“滿蒙問題”發展的關鍵時期，圍繞解決

所謂“滿蒙問題”，日本右翼各團體順利實現合流，組成統一的聯合團體。 中國國內“二次革命”的爆

發，為日本右翼強硬的行動提供了絕佳的時機。 他們通過各種方式積極行動，謀求“中國問題”的徹

底解決，對此日本政府則相對比較克制，堅持與各列強協調，漸次謀求在中國的特殊權益。 由此導

致右翼對政府外交的不滿，其赤裸裸的對中國領土的野心亦成為日後日本侵華政策的禍根。
［關鍵詞］ 　 二次革命　 日本　 右翼　 滿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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辛亥革命是日本對華政策改變的重要節點，給日本國內政治帶來巨大的影響，不但引起內閣的

更迭，還使日本對外政策出現動搖。①關於辛亥革命與日本的研究，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研究成果，如
這一時期日本的對華外交，②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袁外交，③辛亥革命後日本對華外交的轉換④

等。 而大陸浪人或右翼⑤研究方面，主要有辛亥革命前後的內田良平，⑥孫中山與內田良平的關

係，⑦頭山滿與內田良平的中國觀及對中國革命的參與，⑧辛亥時期日本大陸浪人的對華認知與行

動⑨等。 關於“二次革命”，則主要有“二次革命”與日本的反應，⑩日本陸、海軍、外務省在“二次革

命”前後的應對等。 和辛亥革命時期相比，有關“二次革命”與日本右翼的研究相對較為薄弱。 事

實上，“二次革命”的爆發對日本來說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，它是日本所謂“滿洲問題”向“滿蒙問

題”發展的關鍵節點，是日本右翼積極活動的一個重要時期。 “二次革命”不僅為日本的右翼，也
為日本政府和各派勢力提供了絕佳的活動時機，是日本日後“執着”於所謂解決“中國問題”的重要

節點。

一、右翼分子的滿蒙認識

日俄戰爭後，日本如願取得了在朝鮮半島的優勢地位，同時獲得了“南滿”的利權，確立了“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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鮮”勢力範圍。戰事甫一結束，日本外務省即派人赴外蒙古庫倫等地調查俄國在該地的活動狀況。
1906 年 8 月，三浦稔向外務省提交覆命書。1910 年 10 月，陸軍省軍事課再次命關東都督派人赴滿

蒙調查。由此可以看出，日本出於對俄國在滿蒙地區勢力的戒備，對該地區非常關心。
辛亥革命爆發後，1911 年 10 月 24 日，日本政府內閣決議：“關於滿洲，暫時維持現狀，為防止

侵害，伺機漸次增進利權。 至於滿洲問題之根本解決須待對我最有利之機會，期勝算相當大之時，
方為上策。”可見此時日本政府的認識尚停留在所謂的“滿洲問題”之上。 11 月 30 日俄國操縱外

蒙乘機宣佈獨立。 外蒙的動向引起日本的擔心，日本陸軍首腦迅速行動，指責政府外交軟弱。
1912 年初，受外蒙影響，內蒙、滿洲等地出現動搖，在日本陸軍的授意及支持下，以川島浪速等

人為首的右翼積極行動，策動滿蒙獨立，是為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。 雖然該運動由於日本政府的反

對而受挫，但由此不難看出陸軍及右翼對“滿蒙”的野心。其後，日俄圍繞內蒙展開多次交涉，同年

7 月第三次日俄協約簽署，“滿蒙”一詞自此作為一個新的地域概念正式在日本開始出現。
川島浪速不甘心於失敗，在當年 8 月 25 日即向外務省提出《對支管見》，聲稱日本國民一向反

對帝國單純無意義的俄羅斯式的侵略政策，日本至少應該取得滿洲的一部及蒙古的東部。他還給

出了一堆理由，如“將來無論中國還是亞洲出現任何強國，帝國都可以在滿蒙有穩固的立足之地，
可以執亞洲霸權之牛耳，可以控制操縱諸國”，“滿蒙擁有天然之富源”，“人口稀薄”，“中國統一無

望”，“到底歸於毀滅”，“必定被世界列強分割”等。 28 日，川島浪速再次致函外務省，提出“帝國應

以和平外交從民國收滿蒙之利權，滿蒙是帝國遂行永久理想之急務，對於帝國有充分的價值”。

與有策動滿蒙獨立實際經驗的川島浪速相比，日本右翼理論的代表人物內田良平對滿蒙的認

識則經歷了不同的過程。

1909 年春，內田良平撰寫《清國動亂之機》，論述了中國在政治、外交、財政方面所遇到的危機，
認為清政府已病入膏肓，若不斷然進行改革，勢必土崩瓦解。 而東亞是否能保持和平，關鍵在於清

國問題的解決。武昌起義後，內田良平更加明確指出，日本政府應確定對清方針，舉國一致，確立

在列強中的主導地位，“達成改造中國的大業”，進一步鞏固日本在滿洲的權益，擴大在長江一帶的

利益圈，發展日本在大陸的勢力，掌握亞洲大陸和太平洋地區的盟主之權。

1911 年 12 月 8 日，內田良平在《支那革命調停案》中寫道：“東邦問題之解決在於支那問題之

解決。 支那問題之解決不僅關乎東邦之和平，也關係世界之和平。 ……支那問題如何解決不僅是

東邦百年之大計，也是日本永遠之大業。”他認為中國陷入動亂，可能會招致列國的干涉，日本應利

用優越的位置，積極“指導”列國，以達成“改造”中國的目的。 日本欲“指導”列國“改造”中國，第
一步即應召集革命黨及獨立各省代表組織新政府，承認革命黨政府為交戰團體，同時居於清政府與

革命黨政府之間作為調停者，以期中國問題的“解決”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內田還在該案的最後指出，
有輿論認為應該幫助清政府鎮壓革命黨，以此為條件割佔中國領土。 內田認為這將進一步導致中

國被瓜分，不僅有悖於“中國保全主義”，也會讓列國逞饕餮之欲，不僅會讓中國大亂，而且有害於

“東邦前途之大計”。

此時，武昌起義爆發未幾，內田良平雖然看到了日本在中國擴張權益、確立日本的亞洲盟主地

位的時機，但此時似乎尚未將滿蒙聯為一體。 1912 年 7 月，日俄協約簽署，但一方面由於第一次滿

蒙獨立運動剛剛遭遇失敗，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成立，袁世凱控制北京政府，日本右翼分子不得不暫

時按捺住向滿蒙擴張的野心。 關於中國問題，內田良平於 9 月指出，“我日本帝國基於現狀及位

置，須盡最大努力，迴避、防止中國領土分割，在最後時機到來之時，排除種種障礙。 而今日本羽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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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豐，而盲從愚論俗議，怠於軍備擴張，不能進行行政改革……”11 月，內田良平著《日本之三大

急務》，明確提出日本應基於建國的國是方針，確定根本政策，喚起國民自覺的精神，充實軍備、整
理行政、振作外交，以遂行世界政策。 1913 年 3 月，內田良平進一步就政局調和提出補充財政、制
定國防計劃、改革制度以緩和人心等主張，藉以收買政黨、資本家、實業家等人心。

此時日本國力不逮，不得不在列強中堅持“協調”及中國的保全。 之後，內田進而在《革命後對

支鄙見》中明確指出，中國的富源在南方，南方的利權為列國所垂涎，列國競爭的焦點在長江流域。
而日本的經濟勢力範圍在北方，若由於滿蒙問題招致中國民族的反感，則南方的經營亦決不可期；
如若日本不能鞏固北方的政治、國防地位，不僅不能制中國分裂之勢，不能期保全東亞大局，南方的

和平經營亦到底無望。 故滿蒙問題的解決不僅是鞏固北方經營的基礎，亦是保全東亞大局，和平經

營南方的先決問題。 滿蒙問題不僅在政治上、國防上不可等閒視之，南滿、東蒙在經濟上亦是不可

棄之要地，不止農業、礦業及貿易上有前途，而且由於帝國每年五六十萬人口的移民，使得帝國在北

方可以堂堂正正進行殖民地建設。此時的內田良平已明確指出所謂“滿蒙問題”對日本政治、經
濟、國防的重要性。

6 月，內田良平進一步指出：“當今之時，解決中國問題，以圖保全東亞大局，是二十世紀帝國的

使命，亦是當下最大之急務。 而欲解決中國問題，保全東亞大局，主要是在大陸建設帝國的基礎，與
列國保持均勢，這是吾人今日領天下之先奔走於滿蒙問題根本解決的原因。”在內田看來，中國統

治的前途無外乎三，一是袁世凱的獨裁統治，二是國民黨的理想民主政治，三則是袁世凱與國民黨

的南北分治。 他還通過分析各國在中國建設鐵路的情況，認為中國正在走向分裂，日本應在此時果

斷解決日俄戰爭以來的滿蒙懸案，之後採取北守南進之策。
到此時，內田良平已經完全拋棄了自己曾經提倡的保全中國論，指出其時正是日本解決滿蒙問

題的時機。 而其所謂滿蒙問題之根本解決，不過是將滿蒙的統治經營均歸日本，在他的言說中，此
乃列國夙來所默認，也是中國部分“有識之士”所預期，若不斷行解決，則會成為中日兩國紛爭的禍

源。1913 年 7 月 26 日，“二次革命”爆發之際，內田良平上書山本權兵衛首相指出：“一、帝國政府

承諾滿蒙人在其自由行動之下建設南滿及東蒙獨立政府；二、帝國政府承諾滿蒙獨立的同時，仿外

蒙古自治之例，在滿蒙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擔當折衝之勞；三、滿蒙海關稅及鹽稅等已擔保外國借

款，帝國政府應取之亦為妥當之處置；四、承諾滿蒙政府的同時，帝國政府應與之締結特殊條約，作
為我保護國統監之。”

不難看出，自武昌起義爆發至中華民國成立，再到“二次革命”爆發，內田良平不僅從“滿洲問

題”發展至“滿蒙問題”，還從所謂的“保全中國”進一步發展為日本應“果斷解決滿蒙懸案”，並提

出了具體的解決方略。 這種改變一方面體現在國際形勢的改變，更重要的是“二次革命”的爆發，
讓這些右翼分子看到了謀求滿蒙特殊權益的機會，並不失時機地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解決的方略。
當然，覬覦到機會的不止是個別右翼分子，還有一直“孜孜”以研究所謂“中國問題”的右翼團體。

二、右翼團體的滿蒙認識

近代以來，隨着西風東漸，傳統的東亞社會遭遇西方列強的強烈衝擊，嚴峻的形勢下，“同文同

種”的東亞內部產了共同抵禦列強的“同盟”論，之後演繹出“文化亞洲”，最後則變異為與“大陸政

策”相關的侵略主義。可以說，近代日本對中國的“關心”，正是始於這種“同盟”之論。 從振亞社

到興亞會再到亞細亞協會，作為早期亞洲主義的代表，有不少主張侵略的右翼分子混雜期間，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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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張當然也雜糅侵略中國的思想，為日後亞洲主義的異變奠定了基礎。而自振亞社之後，日本各

類東亞研究組織林立，甲午戰爭之後，大陸擴張甚囂塵上，而在日韓合併之後，這些組織團體逐漸從

對於東亞的關心轉變為對中國的“關心”，亞洲主義逐漸演變為“支那保全論”。 有學者指出，這不

過是“用來束縛其它帝國主義者手腳的一種手段、方法，以使日本這一個後起的殖民國家，能在積

聚力量之後，跟其它殖民國家較量”。辛亥鼎革之後，各右翼團體紛紛行動，東亞同文會向外務省

提出《對支那經營助成案》，內含 14 條具體方案，如在中國通商港全部設置領事館、設立對中國通

商誘導館、日中觀光團誘導、外務書記生特別養成、特種學生養成、中國調查編纂出版、中國內地實

地調查、大漢字新聞經營、中國國都派遣駐在員、向各省城派遣駐在員、商工中國學生的培養、在東

京中國學生的指導、創設日中俱樂部、設置待賢館等。
1912 年 10 月，根岸佶、中野二郎、松平康國、中西正樹等 13 人聯名向日本政府提出《對支那時

局卑見》，其中指出：“對於俄國在外面的活動，日本宜收內蒙為勢力範圍”，日本應“收購奉天至

新民府京奉鐵道的一部分，將其延長至內蒙，鋪設經庫倫、赤峰至張家口附近的鐵道”，“與俄國交

涉使其放棄庫倫至張家口的鐵道鋪設計劃”，收“鋪設吉會鐵道之權”等。
1913 年 8 月 1 日，大竹貫一、岡部伊三郎、中西正樹、中井喜太郎、望月龍太郎、五百木良三等

致書外務大臣牧野伸顯，希望日本實行自主外交，“以南滿內蒙處分為大陸政策的原則”。 而滿蒙

形勢無論如何變化，如維持現狀，將依然在中華民國治下。 日本應乘此機會，進一步發展滿蒙勢力，
至少應獲得居住權強制移民，取得勢力範圍之實。

不難看出，隨着“滿蒙”成為“問題”，尤其是“二次革命”爆發前夕，標榜研究中國的日本各右

翼團體迅速行動起來。 而正如《朝日新聞》所指出：“一直以來，關於中國問題的研究討論團體甚

多，合計有十八之多，近時隨着滿蒙問題的浮現，各團體皆爭前恐後提出各自對中國問題的態度，結
果卻相反導致輿論的不一。 為此在野的有志呼籲成立統一的團體，以統一的主張喚起輿論。”

1913 年 6 月 5 日，犬養、尾崎在築地精養軒主持召開“對支問題發起人預備會”，起草宣言書，
並計劃在 13 日召開“對支問題大會”，聯合在野名士發表宣言書，以期改善現政府的對華政策。

6 月 29 日，《朝日新聞》報道稱，由大江卓、小川運平、川島浪速、川久保建、田川大吉郎、中村

弼、中西正樹、中野常太郎、內田良平、山縣知遠、松村雄之進，肥田景之等 12 人組成的籌備委員會

將於 7 月 3 日發起成立“對支研究會”，主要就中國問題等展開研究。這些發起人很多是前述各個

中國研究團體的成員，當然也有如川島浪速等業已積極投身滿蒙獨立運動的實踐者。
7 月 3 日，對支研究會如期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，通過了該會設立旨趣及相關規約。 決議稱

“帝國對支那所執之方針政策，首先於滿洲嚴守帝國之優越地位，之後可圖內蒙古之開發，以掣肘

列國對支那本土的分割趨勢，南方乃帝國經濟勢力所在，而滿蒙問題之解決乃當今最大急務”。從

決議可以看出，對支研究會的成立乃是為推進日本國內對於滿蒙問題的解決。 《東亞先覺志士記

傳》也明確指出：“及第一革命成就，與預期相反，天下歸於袁世凱掌中，不獨滿蒙問題的解決陷於

困難，其中無視滿蒙之重要性，甚至有人提出了放棄論，因此斷然訴諸輿論，希冀通過國民之力而解

決”，對支研究會由此產生。

對支研究會成立後，為擴大影響，增強勢力，積極聯合既有研究“中國問題”的各團體。 至 19

日，支那同志會、浪人會、健行會、東邦協會、太平洋會、日華實業協會、日東俱樂部、亞細亞義會、立
憲青年黨、興龍會等十多個團體均表示贊成對支研究會之主旨。 27 日，在對支研究會倡導下，浪人

會、日東俱樂部、日華實業協會、東亞青年協會、太平洋會、大陸會、對外硬青年會、對支同志會、南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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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會、健行會、黑龍會、亞細亞義會等 12 團體正式組建對支聯合會。從公佈的“對支聯合會規約”
來看，該會之成立目的在於確立日本對華的方針政策，冀圖解決滿蒙問題。而這一目的與之前對

支研究會成立之主旨一致。 也即，對支研究會的發起主旨得到了日本國內中國研究相關多數團體

的贊同或支持。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當時日本國內中國研究各團體的傾向。
從對支聯合會成立之旨趣來看，該會相信解決滿蒙問題之時機已經到來，為此糾合各對支團

體，以圖國論歸一，進而敦促政府當機立斷解決滿蒙問題。8 月 17 日《朝日新聞》報道，對支聯合

會召開大會，與新聞通信記者交換意見，並就活動方法進行協商，針對國內對於滿蒙的經濟價值尚

未有充分的瞭解，擬刊行詳細的調查書，使民眾能悉知真相，同時努力喚起輿論。

三、右翼的活動及新趨勢

1912 年，由外務省政務局長阿部守太郎起草的《關於支那外交政策綱領》指出，“基於日俄協約

劃定勢力範圍及帝國於南滿之特殊地位，世人皆叫囂滿洲問題解決論等，近來，隨着第三次日俄協

約簽署，勢力範圍擴張至東蒙，原先叫囂所謂滿洲問題解決論者，如今更進一步，開始叫囂滿蒙問題

之解決……所謂滿蒙問題之解決，往往意味着領土的獲得，帝國須割取與南滿相連接的內蒙古東

部，以解決該方面問題”。由此不難看出，隨着第三次日俄協約的簽署，“滿洲問題”發展成為“滿
蒙問題”。 不僅如此，阿部守太郎還清楚地意識到所謂“滿蒙問題”的解決，不過是割取獲得領土而

已。 他指出，這方面的企圖既得不到中國的承認，也與保全中國領土主義相衝突，與日英同盟、日俄

協約、日法協約、日美協商等明文相矛盾。 如果日本貿然行之，將會累及自身利益。
“二次革命”期間，正值日本第一次山本內閣（1913.2～1914.4）時期，時任外務大臣的牧野伸顯

在其回憶錄中寫道，其在任雖然只有短暫的一年多，但最焦慮的莫過於對華外交。 其在就任之初，
即向支那研究會提出警告，並指出研究中國者的態度非常重要，彼等挾私情，任由感情埋沒理想，不
去追求事情的真相，而輕易下論斷，強迫執行，不僅擴大了地理之差，也成為國交之誤的根源。 牧野

進一步指出，日本與中國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，深入評論中國內政雖不可免，但
有名望的重要人士毫無顧忌地說三道四，甚至進行諷刺性的評論，不僅對日本毫無利益，而且會招

致對方不快，甚至有害國交。牧野對深入評論中國內政表示反感，恰好從側面說明了當時右翼勢

力在日本國內掀起的輿論狂潮。
1913 年 9 月 4 日，針對“二次革命”期間在中國漢口、兗州、南京發生的三起事件，對支聯合會

召開緊急幹事會，批評政府為保持國家威信及保護居留民宜迅速採取強硬手段，根本解決“中國問

題”。翌日，外務省政務局長阿部守太郎在街頭被暗殺。 據調查，兩名刺殺者均屬對支聯合會成

員，其中主犯岡田滿年僅 18 歲，行刺後躲藏了幾天，9 日出現在律師角岡知良家意欲自首，角岡為

此赴警視廳辦理相應手續，而就在此期間，岡田在角岡家端坐在攤開的中國地圖上切腹自殺，還用

自己的鮮血把地圖的滿蒙地區染紅。而刺殺事件主要受到了岩田愛之助的教唆，岩田曾參加過辛

亥革命，在漢陽的戰鬥中負傷，1912 年 1 月赴天津參加了鎮台爆破事件，後被遣返回日本。

就在阿部被刺殺的第二天，其宅邸收到了“憂國男子”寄送的《斬奸狀》，內稱：“我國外交徒行

退屈之事，神州之國威遭受凌辱蹂躪，曾經耗費貳拾億鉅資及拾萬同胞的屍山血河用極其悲慘的努

力贏得的滿蒙地區亦被置之不顧……”由此可以看出，阿部被刺殺的主要原因即行凶者對日本政

府消極的滿蒙政策不滿。
而隨着這三起事件掀起的輿論高潮，9 月 7 日對支聯合會在日比谷公園召開國民大會，要求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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兵中國，散會後人潮湧至外務省，要求面見外務大臣及外務次官。 一直到深夜，未得到滿足的人群

還湧至外相牧野伸顯的私宅。9 月 9 日倫敦《泰晤士報》社論稱：“日本過去五十年間的自制力漸

衰，民眾的感情較明治時代更難抑制，過去幾日東京激昂的民眾示威暴動即是明證。 吾人並不認為

不能對支那人表示憤怒，唯其憤怒已經過度誠乃遺憾。”可以看出，利用此三起事件，右翼在煽動

輿論，借助民眾向政府施壓，以貫徹其主張，至少在此時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。
牧野伸顯認為，部分人士對中國人物的評論或對中國內政的批判，未必是國民一般的輿論，或

為一時感情之衝動而未考慮日本永遠和平之言行，或所謂代表日本論者，反而更加深了中國人的誤

解。 牧野強調，中國的領土保全乃確保日本永遠和平的根本，應避免破壞此根本的言論和行動。

9 月 25 日，對支聯合會在神田小川南明俱樂部召開對支演說會，參與演講者有入山祐次郎、小
川運平、笠原文太郎、田鍋安之助、中西正樹、大竹貫一等。10 月 4 日，對支聯合會關西遊說員一行

中西正樹、小川雲平、櫛部荒熊、內田良平等在大阪帝國座召開演說會，7 日下午在京都青年會館繼

續舉行演說會。24 日下午笠原文太郎、田中舍身、中西正樹等在神田青年會館發表演說。

10 月 24 日，對支聯合會召開幹事會，議決滿蒙鐵道問題，就借款、線路、工事三點提出具體主

張。11 月 1 日，對支聯合會召開調查會，討論對蘇蒙協議簽署後，日本為保持勢力均衡而對內蒙採

取的政策。不僅如此，對支聯合會還先後拜訪政友會、國民黨、政友俱樂部以及新政黨等，陳述滿

蒙現狀，希望各政黨能聯合一致採取行動。20 日，對支聯合會幹事伊東知也到訪外務省，就第二大

借款向牧野外相提出四個疑問。

12 月 20 日《朝日新聞》報道稱，對支聯合會為謀求對支問題的解決，委員中西正樹頻繁拜訪各

政黨，希冀各政黨拋棄政派之別，在議會採取共同一致的行動，得到各政黨的允諾。 今後的行動不

僅要在議會上提出批判政府外交的失敗，還能與各政黨一道持續研究中國問題。

從以上不難看出，夙來“關心”中國的日本各右翼勢力在“二次革命”前後相機而動，組成統一

的對支聯合會，積極謀求解決所謂的“滿蒙問題”。 其活動方式也不再是單純的向政府建言，而是

轉變為通過組織各種講演會、懇親會等發動輿論，利用民眾向政府施壓，以遂其目的。 對此，日本政

府相對比較克制，堅持以日英同盟為基礎，主張與列強“協調”，漸次謀求在中國的特殊權益。
1914 年 5 月，川島浪速在總結辛亥前後日本對華外交時指出：“革命發生後，我外交以吾人觀

之愈加隱微，幾多失敗，已徹頭徹尾被對手利用，其緣由皆因我外交缺乏自主的精神導致。”他還稱

“滿蒙寓北京命運死活之樞機，袁的存亡關係北京之統治，操縱他並不能控制樞機，且早晚會土崩

瓦解，支那由帝國最後收拾，以救濟四億萬民，行保全東方大局之天職，唯一的立腳之地即滿蒙”。

至此，右翼對解決所謂“滿蒙問題”的“執念”，已經轉化為對政府外交的不滿。 而這種赤裸裸的對

中國領土的野心，也成為日後日本侵華政策的禍根。

結　 論

近代日本對中國的“關心”，正是始於中日“連攜”，而其“執着”地“關心”中國的背後，則是按

捺不住的侵略野心。 辛亥革命後，隨着日俄協約的簽署，原來所謂的“滿洲問題”發展成為“滿蒙問

題”，之前一直“執着”於關心中國的右翼分子及所屬團體率先行動，致力於謀求所謂“滿蒙問題”的
解決。 而“二次革命”的爆發，給他們提供了絕佳的時機。 近代以來成立的各中國研究團體，迅速

實現合流，組成新的統一的“對支聯合會”，一方面謀求統一日本國內輿論，另一方面還通過各種形

式的活動向政府施壓，要求解決所謂的“滿蒙問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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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時期的日本對華外交政策方面，無論是政策制定者阿部守太郎抑或是外務大臣牧野伸顯，
均堅持基於日英同盟的中國“領土保全”主義，與西方各列強“協調”一致，積極謀求擴大在中國的

權益，竭力克制過早對於中國領土的野心。 這與右翼的主張及行動形成鮮明的對比。 這也成為

“二次革命”期間阿部守太郎被刺殺的根本緣由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一時期無論內田良平還是對支聯合會，均將發動民眾掀起輿論作為活動的重

點。 雖然右翼的輿論攻勢及活動沒有實現其徹底解決“滿蒙問題”的野心，但卻推動日本政府的對

華政策逐漸走上更加“強硬”的道路，而其執着地謀求所謂“滿蒙問題”的解決，也成為後來日本一

系列侵華政策的禍根。 在此意味上，“二次革命”期間日本右翼的活動就具有了非同尋常的重要

意義。
〔本文初稿曾於 2022 年 9 月 2 日在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彭劍教授主持的

“辛亥革命共同研究班”報告，承蒙彭劍教授、承紅磊教授及其他師友無吝賜教，獲益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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